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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牦牛镜”与“藏式有柄镜”研究

李永宪

内容摘要：文章从近年面世的西藏“牦牛镜”入手，对拉萨“曲贡镜”等发现于雅

鲁藏布江流域的 4 件有柄铜镜进行了综合分析，认为这些铜镜应为西藏本土早期青铜制

品，其形制受“北方草原文化”影响，其冶铸工艺和镜、柄合体技法则与高原东部的

“西南夷青铜技术系统”多有关联，它们与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出土的带柄铜镜有着不

同的技术渊源和分布地域，是西藏“早期金属时代”具有地域意义的重要遗物。

一、“牦牛镜”

2017 年 7 月，拉萨“西藏牦牛博物馆”收集到一件铁柄铜镜，经索朗航丹、娘吉

加、索朗杰布三位专家鉴定为古代铜镜，推测其时代约为 2000 年前的汉代 1，馆方遂将

该铜镜列为重要文物予以陈列。次年 8 月，笔者应该馆馆长吴雨初先生邀请，到馆对这

件铜镜进行了观摩测量和绘图。据吴馆长面告，此镜据原藏者称为林芝一带出土，后辗

转流传到拉萨。2021 年，西藏牦牛博物馆薛江发表有专文对该镜作了介绍和分析 2。

1 区内文物专家对该铜镜的初步鉴定意见，为吴雨初馆长 2018 年 8 月 23 日面告。

2 薛江：《西藏牦牛博物馆馆藏铁柄牦牛纹铜镜及相关问题》，《藏学学刊》第 24 辑，2021（1）：173-18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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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一 馆藏“牦牛镜”（镜背）

图二 馆藏“牦牛镜”（镜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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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笔者对这件铜镜的观察，此镜镜身保存完好，圆形镜面微凸且光洁平滑，镜径

14.4 厘米，中央部分较厚，向周缘逐渐变薄，厚 0.3-0.6 厘米；镜背正中有一直径 1.4 厘

米的圆形突起，高出镜背平面 0.3 厘米，镜身周缘截面略呈三角形的凸棱状，凸棱厚 0.6 

厘米。镜背呈向心状有三重装饰纹样，最外圈为 13 个勾连涡云纹组成的环形纹，第二

圈（中圈）为 16 个菱形组成的环形“束辫纹”，围绕中心圆凸的是两重共 6 组涡形星云

纹，最引人注目的，是外圈纹饰带近柄处有一“剪影式”牦牛图像，牦牛身型壮硕，头

朝右侧，拱背、大尾、牛角相对呈圆圈形的体形特征十分明显，牦牛下方錾刻有 8 个二

方连续的正三角形，应是象征雪峰山岳。

镜背的纹样和牦牛图像皆采用錾花工艺制作，即在镜背表面錾刻出若干圆形的细小

凹点，“以点连片”或“以点连线”构成图像和纹样。牦牛和山岳为阴刻“剪影式”造

型，三重环形纹样则是由刻点连片成为纹样的“底”，未錾刻的空白处凸显为“纹”，

为一种平面的“阳刻”技法。錾刻的圆点细密且排列有序，因光照反射的效果不同，视

觉上表现出色调有别、底纹相衬的装饰趣味。

图三 馆藏“牦牛镜”镜背装饰（钟雅莉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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镜身与镜柄为分体制造，铁质镜柄已断损，仅在连接镜身的 T 形接头銎口保留有宽

2.2 厘米、长 0.9 厘米的残茬。根据接头与镜身相连处的接缝变形和色泽相异现象分析，

镜、柄的合体方式应是先将铁柄置入 T 形接头銎内，然后将接头前端的榫槽与镜身下缘

楔合，再用冲压工艺将二者固为一体。铜质 T 形接头前端略外弧，宽 4.3 厘米，厚 1.2

厘米，下部的两面各有一条梭形凸棱，近銎口处有两条细窄的凸棱，銎口为 2.2×0.8 厘

米的长方形，推测镜柄前端的截面应为接近此尺寸的长方形（图一、图二、图三）。

西藏牦牛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铜镜，因在镜背錾刻有牦牛图像而颇受关注，也为西藏

同类有柄铜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样本。为叙述简便，下文将这件馆藏铜镜称为“牦

牛镜”。

二、“牦牛镜”与“曲贡镜”

“牦牛镜”作为馆藏传世品，对它的研究首先是与考古出土材料对比，因此绕不开

1990 年拉萨北郊曲贡石室墓地出土的一件铁柄铜镜（下文简称“曲贡镜”）。此镜出土

于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曲贡遗址

的联合发掘中，后入藏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并予以展出。

“曲贡镜”标本编号 M203：2 3。镜身圆形，镜面光洁平滑，直径 9.4 厘米，镜厚 0.1-

0.4 厘米，镜背正中亦有一圆形凸起，镜身周缘截面呈三角形的凸棱状。镜背以正中凸

起为圆心共有两重装饰图案带，外圈由 7 个勾连涡云纹组成环形纹 4，环绕镜背正中凸

起的是一组四联星云纹，星云纹上方稍偏左处阴刻有相对而立的两只“鸟”。镜背纹样

及“对鸟”图像亦皆为錾花工艺（发掘者称“琢錾工艺”）制作。铁质镜柄基本保存完

整，柄长 8.8 厘米，柄部中段加有一道宽 1.2 厘米的铁箍，镜柄直径为 1.1-1.3 厘米，呈

中空的圆管状，管壁厚 0.3 厘米，铁柄末端有一扁环。经实验室金相分析，“曲贡镜”铁

柄“含碳量约为 0.1-0.2%，……表明铁柄是用人工冶炼铁锻打而成的。”5 另据对考古报

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：《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

报》，《考古》1991（10）：927-931，图八：2 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西藏自治区文物局：《拉萨

曲贡》，北京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1999：208-209，图 145。

4 《拉萨曲贡》第 208 页所述“曲贡镜”镜背外圈环形装饰“共饰八组勾连涡云纹，因锈蚀局部漫漶不清”

不确，根据外圈纹样的单元距离和位置计算，“曲贡镜”外圈装饰带的勾连涡云纹应是七组，且据对该镜

高清照片的观察发现，“曲贡镜”镜背近柄处亦錾刻有一“剪影式”牦牛图像，其位置和造型与“牦牛镜”

完全相同。

5 梅建军、韩汝玢：《曲贡遗址 M204 出土铁柄铜镜的分析鉴定》，《拉萨曲贡》，1999 ：252-254，附录六；

又，该文标题墓号 M204 为笔误，应为 M20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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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《拉萨曲贡》第 209 页线图的分析 6，镜柄与镜身的合体应当同样是先将管状铁柄置入

T 形接头圆銎内，然后将接头前端榫槽与镜身下缘楔合，再以冲压工艺将二者固牢。镜

柄接头前端宽 3.4 厘米，厚 1.0 厘米，下端有两道凸棱（图四、图五）7。

“曲贡镜”的年代是依据曲贡墓地Ⅰ区 M103 人骨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的，该测年

数据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 758-401 年 8，约当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。发掘者考虑到此前雅

鲁藏布江流域发掘的“以石为葬”多数墓例年代都晚于该数据，故主张“曲贡土坑石室

6 《拉萨曲贡》，1999：209，图 145。

7 该镜的图片和信息还可参见首都博物馆、西藏博物馆编：《天路文华：西藏历史文化展》，北京：科学出

版社，2018：23。

8 《拉萨曲贡》，1999：233，附表 3 ：曲贡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表。

图五 “曲贡镜”照片（采自《天路文华》第

23 页）

图四 “曲贡镜”线图（采自《拉萨曲贡》图

145）



6

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 8 世纪前后，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。”9“曲贡镜”的年代也因

此锚定在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内。

将“牦牛镜”与考古出土的“曲贡镜”对比，可见二者在镜身形制、镜背装饰纹

样、纹饰制作工艺以及镜、柄合体技法等多方面都基本一致，最为引人注目的共同之

点，则是“曲贡镜”镜背近 T 形接头处同样錾刻有一个“剪影式”牦牛图像！牦牛的朝

向以及体形特征也都与“牦牛镜”图像完全一致，牦牛身后下方有可辨识的两个象征山

岳的三角形。据此可基本认定：第一，两镜形制、纹样工艺、装柄技法以及牦牛图像的

一致性，表明两镜的制作者和使用者应属同一文化共同体，他们有着共同的金属器图像

装饰样式及其技术传统，牦牛是这个文化共同体的特有崇拜对象，且牦牛与山峰的组合

则可能是一种“图像格套”。第二，“牦牛镜”与“曲贡镜”在形制、纹饰工艺、主题图

像上的趋同，显示二者应为同一时代，即“牦牛镜”的年代也可能在“公元前 8 世纪至

公元初年”之间，二者皆属西藏“早期金属时代”10 的偏早阶段。当然，两镜的具体年代

9 《拉萨曲贡》，1999：211。

10 西藏“早期金属时代”由昌都卡若遗址发掘主持者之一的童恩正提出，基于早年西藏考古材料的基本特

征，童恩正认为西藏考古大致可分为“石器时代、早期金属时代和吐蕃时代”三个大的时间段落，其中西

藏“‘早期金属时代’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 1000 年，而结束于 6 世纪，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”。参

见童恩正：《西藏考古综述》，《文物》1985（9）：9-19。

图六 “曲贡镜”与“牦牛镜”镜背装饰比较（左图据《拉萨曲贡》图 145 由钟雅莉改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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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能存在相对的早晚差异（图六）。

如上文所述，“曲贡镜”与“牦牛镜”最具标志性的共同点是牦牛图像，这也是迄

今所见西藏金属器考古材料中年代最早的牦牛图像。如将视线再稍扩展，不难发现两件

铜镜上以“錾花”工艺描绘的牦牛图像，与西藏岩画中“敲琢法”制作的“剪影式”牦

牛图像完全相同。从高原广泛分布的岩画牦牛到拉萨河谷墓中出土的铜镜牦牛，其图像

载体的这种变换，很可能意味着早期高原人群的“动物崇拜”在铜镜上延伸出了某种

“超世俗物件”的意义。据《拉萨曲贡》报告，出土“曲贡镜”的 M203 墓坑长 2.3 米、

宽 1.8 米，坑中石室长 1.62 米、宽 1.06 米，在经发掘的曲贡石室墓地中 M203 是形制最

大的一座墓，其墓主骨骸经鉴定为一名 22-24 岁的青年男性，且 M203 所出铜镜为整个

墓地出土物中唯一的金属器 11。由此看来，该铜镜在当时应属于稀有之物，很难视为一位

青年男子生前整理容装的物件。在形制规模超常的大墓中随葬这件珍稀的铜镜，似乎暗

示 M203 的墓主有着比较特殊的身份。有研究者指出，西藏早期铜镜的功能可能体现了

“以原始的‘萨满’教为特征的、特殊的铜镜崇拜风习”12，所以铜镜本身“也是一件通神

的重要道具”13，在实用中“青铜镜能驱除心怀恶意的魔鬼”14。

“曲贡镜”与“牦牛镜”的图像差异主要在于，“曲贡镜”镜背的“对鸟”在“牦

牛镜”上则不见。曲贡墓地发掘者之一的赵慧民认为，“曲贡镜”上相对而立的两只鸟

“形似孔雀”，“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与斯基泰文化带柄镜比较，个性大于共性，与南亚

次大陆北部的印度古文化更为接近”15。其后，吕红亮也注意到“曲贡镜”鸟图像与喜马

拉雅南麓铜镜图像的关联，例如《印度考古百科全书》曾提及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（Sir 

John Hubert Marshall）曾在巴基斯坦北部塔克希拉（Taxila）诸遗址发掘中出土过多面镜

子，“其中一件很特别，镜背雕刻了两个相对的鸟纹，斯尔卡普（Sirkap）出土的另外一

面铜垂饰上也有同样的纹饰，但设计相对简单”。16 马歇尔本人在汉译三卷本考古报告

《塔克希拉》中对斯尔卡普遗址出土的第 26 号铜质饰件的描述是“形状像是个小镜子，

顶部环柄两边有两只面对面的鸟，高 0.87 英寸，是典型的希腊样式，鸟大概是鸽子。”

11 参见《拉萨曲贡》，1999：232，附表 2：晚期土坑石室墓登记表。

12 霍巍：《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》，《考古》1997（11）：68。

13 吕红亮：《西藏带柄铜镜补论》，《藏学学刊》第 5 辑，2009：45。

14 N.G. 容格、V. 容格、H.G. 希特尔合著，朱欣民译：《西藏出土的铁器时代铜镜》，《西藏考古》第 1 辑，

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1994：192。

15 赵慧民：《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有关问题》，《考古》1994（7）：642-648。

16 参见吕红亮：《西藏带柄铜镜补论》，《藏学学刊》第 5 辑，2009：42-43，注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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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七）17 由于汉译本照片比较模糊，尽管这件铜质饰件与“曲贡镜”的年代可能接近 18，

但在图像结构上看不出该“对鸟”与“曲贡镜”鸟图像之间有必然关联。实际上近年来

在西藏西部墓葬考古材料中也见有一些“对鸟”图像的线索，例如札达县曲踏墓地Ⅱ

区 M4 19 出土的一件彩绘木案（标本号 2014M4 ：8），其圈足“正面涂一层金色，用墨

线勾勒出卷云上两只相对而立的孔雀，其他各面用墨线或金色线条绘之字纹、涡形纹

等”，20 这是目前所见西藏“早期金属时代”器物装饰画中特征最明确的孔雀“对鸟”图

像，其头顶的枝状圆点形羽冠和尾部的长覆羽尾屏等特征，皆显示其为雉科类的孔雀

17 [ 英 ] 约翰 · 马歇尔著，秦立颜译：《塔克希拉》Ⅱ卷第 825 页，Ⅲ卷图版 179，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

2002。

18 马歇尔称斯尔卡普等遗址所出铜镜的年代与“据说是巽伽（Sunga）王朝时期”的同类物相当，参见汉译

本《塔克希拉》，2002：831。

19 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、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、阿里地区文物局、札达县文物局：《西藏阿里地

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》，《考古》2015（7）：29-50。

20 《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》，《考古》2015（7）：29-50，图三九。

图七 塔克西拉斯尔卡普遗址出土铜垂饰（采

自《塔克希拉》Ⅲ卷图版 179）
图八 拉达克东嘎岩画中的孔雀图像（采

自 Laurianne Bruneau & John Vincent 
Bellezza 2013, Fig. IV.13）


